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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创新网络惯例是维持网络稳定及促进网络中知识信息流畅运行的核心问题，但现有

文献在研究其与治理机制间相互作用的治理机理方面相对缺乏。 文章基于治理机制中核心要

素并从跨层级视角出发，将创新网络分为网络层级、二元层级及企业层级，并运用 ＨＬＭ 分析方

法研究位于不同层级惯例与结构机制、关系机制、学习机制自上而下的影响作用。 结果表明，网
络结构机制中宏观文化在网络层惯例与互惠规范间中介作用更强，伙伴声誉在网络层惯例与共

同信任间中介作用更强；同时，二元关系机制在二元惯例与二元学习机制间也存在类似的中介

作用。 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网络成员利用不同的治理机制与惯例组合通过更有效的治理路

径促进治理目标的实现，为创新网络中存在于不同层级的治理方式选择，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

力及竞争优势的获得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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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使由不同创新主体合作而形成的技术创新网络已经成为合作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

形式［１］。 其中，网络惯例作为维持与协调网络运行的核心要素已受到学者广泛关注。 基于经典的组织惯例

研究， Ｚｏｌｌｏ 和 Ｗｉｎｔｅｒ 认为由合作经验产生的跨组织惯例有助于提升联盟绩效以及改进联盟的治理方式［２］；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指出组织间惯例能够创造和维持组织间关系，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惯例展开研究，认为惯例应该遵

循从个体惯例、组织惯例、利基惯例到跨组织惯例的演化［３］。 目前，基于组织惯例的内涵及构成已有学者对

技术创新网络惯例的形成［４］，网络惯例的影响因素及网络惯例的治理路径［５］进行相应的研究，主要认为网络

惯例由形式面与执行面构成，是一种促使网络流畅运行的成员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在建立在关系依赖的技

术创新网络中，网络惯例主要通过成员合作与共同学习两个方面影响网络稳定。
然而，与网络惯例一致，技术创新网络中知识共享与关系合作也并不仅仅存在于单一层级，Ｆｒａｎｋ［６］ 基于

动态能力的视角研究创新驱动对个体层级、企业层级与网络层级的影响，从中发现创新来源的知识与合作驱

动力可以从这三个层面进行追寻，且每个层面存在不同的影响。 Ｇｕｒｎｅｅｔａ［７］在研究知识在不同层级的获取问

题时，提出了个体层级与团队层级在面临联盟合作选择时存在差异与相互影响，并能够对整体治理绩效的提

升做出贡献。 更多的研究关注网络治理是一个由高层级向低层级作用的跨层级递归过程。 由此可知，现有研

究已经分别探究了网络惯例及其治理路径，认为存在于技术创新成员合作基础上的网络惯例通过合作关系与

知识流动促进治理目标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网络惯例由不同的层级的惯例组合而成，并分别涉及

了社会网络中的跨层级治理问题。 但是位于技术创新网络中的层级如何划分、每一层级的网络惯例如何界定

其内涵、不同层级网络惯例对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同时，结合合作创新网络实际运行情

况，强调总体宏观的网络治理手段在现实企业中难以被理解并实现，因此，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网络中的基本结

点，如何结合网络惯例利用不同层级的结构、关系或学习治理路径实现治理目标成为网络中亟待解决的关键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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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网络惯例与治理机制的关系

关于惯例内在结构，目前有两个主流模型：一个是 Ｆｅｌｄｍａｎ 和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１１］ 提出内生发展模型［３０］，另一个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和 Ｒｕｅｔｅｒ［１２］提出的语法模型。 由于惯例所具备的组织特性，能够对组织内资源中的结构、关系与学

习存在一定影响。 首先，在网络惯例对结构机制影响方面的研究，Ｍａｎｊｕ 和 Ｓｎｏｗ［１３］认为稳定的行为模式能够

促使合作网络中成员获取更为优势的网络位置与组织声誉。 其次，在网络惯例对关系机制影响方面的研究，
Ｍａｒｓｃｈｏｅｋ 和 Ｂｅｃｋ［１４］通过对德国 ＩＴ 行业公共私营合作伙伴的案例分析，认为通过成功合作建立的合作伙伴

间共同管理，可以提升相互间信任水平；Ｔｅｅｃｅ 和 Ｐｉｓａｎｏ［１５］ 指出跨组织惯例通过加强对伙伴未来意图和行为

的预期，从而加强了组织间信任；孙永磊和党兴华［１６］认为通过长期的组织合作关系所形成的企业间特定联结

关系是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关键性资源，这种关键性资源可能会跨越企业边界，嵌入企业间的惯例和程序之

中，同时他们还认为基于组织间的信任、认同及互惠等关系形成的惯例为组织间获取关系租金奠定了基本物

质生产条件。 同时，Ｂｅｃｋｅｒ［１７］指出惯例是组织合作行为的基本构成要素，因而有助于协调组织间合作关系。
Ｇｉｌｌｅｒ 和 Ｍａｔｅａｒ［１８］探讨了惯例及其他协调机制对业绩的影响，发现惯例对业绩的影响是通过协调成员的关系

而起作用；Ｈａｍｅｌ［１９］对金融时报证券交易所 １００ 家企业终端到终端的交易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惯例的协调

功能不仅发生在协调关系之前，而在协调组织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强化了惯例的这种协调功能。
２、网络惯例与治理机制的跨层级作用

网络惯例并不是孤立存在于网络层级，它嵌入于组织、组织间与网络内部。 由网络惯例导致的相对稳定

的创新行为及合作规范共识，在各个层级中皆有所侧重［２２］。 因此，基于网络惯例的形成机理，可以从三个层

面理解网络惯例：首先，是组织惯例，由企业、研究所及大学构成的技术创新网络节点具有自身的规则和可预

见的行为模式，国内外多数文献将研究重点落脚于组织惯例范畴［２０］。 第二，是二元惯例，技术创新网络由知

识与关系资源构成，网络中节点的相互连接也仅能通过这两条路径。 即：网络成员间关系合作与网络成员间

知识合作。 目前，已有部分研究认为惯例会对组织间关系与组织间学习产生影响，但鲜少认识到其位于不同

的层级［２３］，Ｃａｐａｌｄｏ 和 Ｍｅｓｓｅｎｉ［２４］在研究网络跨层级现象中认为，成员关系合作主要位于组织间层级，而学习

及知识交流同时位于组织间与组织层级。 这就需要深入研究组织间惯例，完善技术创新网络学习关系机制的

相关内容。 最后，是网络惯例，位于技术创新网络的顶层，技术创新网络惯例是一种维持网络组织存在并有序

运行的“游戏规则”，网络层面的惯例更多的涉及到网络结构、网络位置等因素。 更重要的是，Ｂｌａｋｅ 和 Ａｓｈ⁃
ｆｏｒｔｈ［２５］在其组织特性：跨层级动态模型探索（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Ｌｅｖｅ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的研究

中指出，个体层级的组织特征可以看作内部主观理解“我认为（Ｉ ｔｈｉｎｋ）”，通过关系交互促进二元层级的特征

理解“我们认为（Ｗｅ ｔｈｉｎｋ）”，反过来促使整个网络的一般性理解“这就是（Ｉｔ ｉｓ）”，组织特征即在通过在层级

间的跨越趋于同构的作用。 因此组织惯例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特征同样具备这种从组织惯例、二元惯例到网

络惯例的循环递归作用。
基于网络治理机理相关研究，网络成员创造组织间联盟关系吸收其合作者知识建立共同学习机制也论证

了网络中关系机制与学习机制的重要联系［２８］。 另一些学者也发现网络成员利用其组织间关系网络共享信息

及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可以提升其综合能力和竞争力从而适应多变的环境，最终实现组织治理目标［２６］。 更为

重要的是，组织间协作会激发新知识的创造以及组织能力的创新［２９］。 然而，构成技术创新网络非契约治理机

理的各主要因素也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单一层级［３０］。 网络结构更为宏观，当协作知识密集型活动在组织层面

进行时，结构控制对实现战略目标提升网络治理效率的作用能够更为直接的体现。 现有关于网络结构对合作

二元关系的研究已有一定涉及，包括组织通过结构控制，合作双方共享有关信息、通过边界进行知识转移从而

形成新的知识等［３０］。 因此，网络惯例治理机理可以理解为通过不同层级惯例对网络中结构、关系与学习资源

的自上而下的递归影响作用过程，是网络中成员普遍接受认同的获取优势资源的行为序列，是成员间通过惯

例对结构、关系与学习资源的有效选择规则。 通过对网络惯例治理机理的理解，有利于技术创新网络成员运

用不同层级惯例达到网络中资源控制与管理的均衡状态，有助于网络中知识共享、创新独占与网络稳定等治

理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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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网络惯例、网络结构机制与二元关系机制

网络惯例在组织层表现出的“我认为（Ｉ ｔｈｉｎｋ）”，在组织间层表现出的“我们认为（Ｗｅ ｔｈｉｎｋ）”与在网络

层表现出的“这就是（Ｉｔ ｉｓ）”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网络惯例的层级渗透作用［１３］。 位于网络层级的惯例是一种

总体行为序列构成的非契约共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高低风险规避、个人－集体主义文化存在影响，并
间接对网络中合作伙伴间的信任与互惠产生作用。 同时，Ｇｕｒｎｅｅｔａ［３１］认为在高层面惯例在影响较低层面成员

的行为序列时倾向于通过文化层面的因素进行渗透。 这是由于组织惯例本身具备的执行层与形式层面的双

层特性，网络层面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或对合作风险偏好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合作层面资源流动、强弱

关系连接的形成。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Ｂｅｄｅｌｌ［３２］认为由于网络惯例自身所具备的形式层即是组织内部的规范共识，位
于技术创新网络的顶层，技术创新网络惯例是一种维持网络组织存在并有序运行的“游戏规则”，网络层面的

惯例更多的涉及到网络结构、网络位置等因素。 因此，正如 Ｌｕｍｉｎｅａｕ 和 Ｍａｌｈｏｔｒａ［３３］ 所认为的那样，网络惯例

对关系资源的治理作用是通过网络结构机制中的文化因素进行自上而下的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Ｈ１：相较于伙伴声誉，宏观文化在网络层惯例和互惠规范间存在中介作用更强。
假设 Ｈ２：相较于宏观文化，伙伴声誉在网络层惯例和共同信任间存在中介作用更强。
４、二元惯例、二元关系机制与二元学习机制

二元惯例由联盟惯例衍生而来，其研究者们主要强调在合作与联盟的过程中，合作双方由资源异质性导

致的稳定合作模式、强弱连接的发生与惯性应用。 合作中稳定的行为模式与规范共识作为一种有效的非契约

治理手段在技术创新网络控制运行中存在对关系与知识资源的双重影响［１６］。 Ｊｏｎｅｓ［３４］ 认为在合作层面惯例

对组织学习资源的影响更容易通过成员间合作完成。 Ｌａｒｓｏｎ［３５］ 提出关系机制的主要构成可以分为制度层与

行为层，制度层更倾向于组织间的信任，而行为层更倾向于组织间互惠的发生。 Ｂｅｃｈｋｙ［３６］在研究联盟网络中

关系资源与知识资源传递的过程中，认为联盟中知识转移与信息传递是建立在成员共同信任的基础之上。 由

此可知，结合惯例本身所具备的执行层与形式层特性，同是处于形式层面的关系机制与学习机制其影响更为

显著。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Ｈ３：相较于互惠规范，共同信任在二元层惯例和知识转移共生间存在中介作用更强。
假设 Ｈ４：相较于共同信任，互惠规范在二元层惯例和信息共享间存在中介作用更强。
５、企业惯例、二元学习机制与企业学习机制

企业惯例是组织惯例的一种表现形式，网络惯例从本质上是由企业中个体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构成综合

行为序列，衍生至二元层级网络层级的递归演化［３］。 Ｌｉｅｂｅｓｋｉｎｄ 等［３７］指出建立在成员间合作关系和共同学习

基础上的技术创新网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网络，其治理本质是一种关系治理。 结合跨层级相关研究，主要为

二元学习机制对企业学习机制的影响以及企业惯例对企业学习机制的影响两部分。 一方面，由合作而产生的

打破企业边界的知识交流与信息共享建立在双方存在的强弱连接基础上，二元学习机制中涉及的合作信息共

享与知识转移共生，已有研究认为二者能够对企业内部的学习产生促进作用。 因此我们在此研究中对此并不

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将更多的关注点聚焦于企业层级中企业惯例对企业学习机制中的内部知识拓展的影

响。 结合惯例的相关研究，Ｒａｙ［３８］对惯例的研究最先起源于组织惯例与联盟惯例，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组织

惯例的形成、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企业作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更成为组织惯例的关键载体与重要研究对象。 Ｙｕ
和 Ｒａｖｉ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３９］研究企业惯例作为控制企业运行与稳定成员行为默契的游戏规则，是在企业不断交互合作

创新过程中形成的。 Ｓｈｉｐｉｌｏｖ 和 Ｌｉ［４０］在研究组织间消失的连接中提到企业惯例的形成能够加深组织间成员

关系的深入，并在成员关系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
通过企业惯例的形成，可以降低成员间建立关系结构的成本，增强组织间信任，促进网络行为在成员间的

有效运行［７］，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内部知识在获取外部知识的基础上的均衡发展。 但是，过于稳定的企

业惯例会减缓知识转移的效率，降低异质性知识的有效获取，并在网络中固化网络成员的关系集合，使企业难

以获取新机会从而减低企业成员对企业环境的适应性并抑制内部个体的知识拓展［８］。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５，并在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跨层级概念模型图（如图 １）。
假设 Ｈ５：企业惯例对内部知识拓展存在倒 Ｕ 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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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跨层级概念模型图

研究设计

１、数据收集

技术创新网络是建立在成员间知识传递和关系合作的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基于牛津创新手册对创新类型

的定义并结合技术创新网络的合作特点，创新网络多表现为松散耦合的网络特征且创新类型主要为产品创新

与工艺创新。 由此可知，研究在样本选择中倾向选择具有较高技术壁垒的 ＩＴ、生物制造以及精密仪器制造行

业，且这些行业存在较多的知识流动，因此，本研究的样本采集与实证调研围绕 ＩＴ、生物制造与精密仪器制造

行业。 因此，调研阶段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阶段为面谈阶段，由于本文涉及不同层级的调研主体，选取不同层级的主体进行调研成为数据收集

与实证研究的一个难点。 作为技术创新网络的主体，我们选取企业个体作为组织层级的调研主体，合作层级

选用网络中的二元合作企业进行访谈，网络层级选取网络中的桥接点企业进行访谈，从西安高新区的合作创

新性高的企业中选取，如华为、ＩＢＭ、ＡＢＢ 等，选取十位能够代表不同层面主体的访谈人员，利用滚雪球的方法

在详细将研究内容与题项意义解释后，让访谈者在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对研究题项进行打分，并征询题项理解

以及受访者对维度选取合理性的认可。 第二阶段为问卷收集阶段，研究使用 Ｑｕａｌｔｒｉｘ 问卷星网络调查问卷系

统进行问卷的发放与收集，在现有的网络专有数据库中将问卷发放至１ ２００个西安理工大学的 ＭＢＡ 邮箱中，
共有 ５９７ 份问卷得以回收，回收率为 ４９􀆰 ８％。

２、变量测量

关于本研究中变量的测量，在现有技术创新网络研究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为确保变量测量的信度

与效度，本研究主要根据 Ｂｌａｋｅ［２５］、孙永磊和党兴华［１６］网络层级、二元层级与企业层级惯例、组织特征测度中

使用的量表。 另一方面，结合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２６］和 Ｃａｐａｌｄｏ 和 Ｍｅｓｓｅｎｉ［２４］对网络机构机制、合作关系机制测度中使

用的量表，并结合 Ｒｉｄｅｒ［２０］提出的二元合作学习对网络治理的影响作用设定测量量表。 各题项的测量均采用

五级量表进行测度，１＝非常不同意，５＝完全同意。 各变量测量题项如表 １ 所示。
３、模型初步检验

（１）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量表的稳定性、可靠性与一致性。 量表的信度越大表明其测量标准误越小。 对于调研数据的信

度分析，本研究采用了修正题项－总体相关系数（ＣＩＴＣ）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见表 ２）。 一般认为，当某题项的

ＣＩＴＣ 值小于 ０􀆰 ５ 时，则剔除该题项，也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信度检验的 ＣＩＴＣ 值最低为 ０􀆰 ３５。 对于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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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测量与题项

变量 层级 一级题项 二级题项

网络惯例　 　 网络层级 网络惯例 创新网络整体存在形式层面的规范共识（Ｔ１）
创新网络整体存在执行层面的行为默契（Ｔ２）

二元层级 二元惯例 合作双方存在形式层面的规范共识（Ｂ１）
合作双方存在执行层面的行为默契（Ｂ２）

企业层级 企业惯例 企业成员间存在形式层面的规范共识（Ｍ１）
企业成员间存在执行层面的行为默契（Ｍ２）

网络结构机制 网络层级 宏观文化 网络中存在鼓励企业创新的氛围（Ｓ１）
网络中存在企业成员间较为稳固的惯例形式（Ｓ２）

相比较独立完成任务网络中成员更倾向于合作（Ｓ３）
伙伴声誉 网络中成员间的合作以公平为前提（Ｅ１）

网络中现有的合作团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Ｅ２）
二元关系机制 二元层级 共同信任 网络成员间的合作双方不计较是否处于优势（Ｏ１）

网络成员间合作双方相信对方的的管理能力（Ｏ２）
网络成员间合作双方存在真诚善意的合作意图（Ｏ３）

互惠规范 网络成员的合作双方在合作中存在既得利益（Ｐ１）
网络成员的合作双方存在互补优势（Ｐ２）

长期合作中合作双方获得了竞争优势（Ｐ３）
二元学习机制 二元层级 信息共享 网络成员的合作有了新文化的融合（Ｌ１）

合作双方共同预测了新市场（Ｌ２）
合作双方对市场预测的演变达到共识（Ｌ３）
合作双方共同分享了自身的知识信息（Ｌ４）

合作双方共同预测了未来竞争对手的战略轨迹（Ｌ５）
知识转移及共生 网络中合作成员存在技术分享（Ｇ１）

网络中合作成员利用合作知识解决新问题（Ｇ２）
合作双方通过合作产生了新知识（Ｇ３）

企业学习机制 企业层级 内部知识拓展 企业通过内部学习拓展了现有知识（Ａ１）
企业能够将外部知识转化为内部知识（Ａ２）

α ＝ ｋ
ｋ － １ １ －

􀰐
ｋ

ｉ－１
Ｓ２
ｉ

Ｓ２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

　 　 其中：Ｋ 表示量表中所包含总题项数；Ｓｉ 表示第 ｉ 个题项的题内方差；Ｓ２ 表示量表全部题项加和后的方

差。 α 系数的取值在 ０－１ 之间，该值越大表明量表的信度越高，越稳定。 由于随机误差是始终存在的，所以 α
系数等于 １ 的概率很小。 基于现有研究，当 α 大于 ０􀆰 ７ 时，表明数据是可以接受的，α 系数等于 ０􀆰 ７ 为可接受

的最小信度值。 α 系数大于 ０􀆰 ８ 表明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 本研究采用学者们普遍认同的 ＣＩＴＣ≥０􀆰 ５ 和

α≥０􀆰 ７作为测量题项的筛选标准。 对于调研数据信度分析见表 ２，变量题项的初始 ＣＩＴＣ 值最小为 Ｅ６ ＝
０􀆰 ５０６＞０􀆰 ５，其余题项的 ＣＩＴＣ 值均大于 ０􀆰 ５，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值均大于 ０􀆰 ８，说明各变量的题项满足信度要求，可以

全部保留进行探索性因子检验。
（２）效度分析

本研究通过 ＫＭＯ、Ｂａｒｄｅｔｔ 球形检验、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对预调研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

析。 ＫＭＯ 值是用于比较观测题项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大小的指标，取值范围在 ０ 到 １ 之间。
ＫＭＯ 值越大，意味着题项间相关性越强，越适合做因子分析。 当 ＫＭＯ＞０􀆰 ９，表示非常好；在 ０􀆰 ８ 至 ０􀆰 ９ 之间，
表示较好；在 ０􀆰 ７ 至 ０􀆰 ８ 之间，表示一般；在 ０􀆰 ６ 至 ０􀆰 ７ 之间，表示较差；０􀆰 ５ 以下表示不能接受。 Ｂａｒｄｅｔｔ 球形

检验用以判断题项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当显著性概率小于等于显著水平时，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之后，本
研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进行了因子分析，删减题项的原则包括：各题项在所属因子的载荷

值应接近 １，而在其他因子的载荷值应接近 ０，当单一题项构成一个因子时，或当题项所属因子的载荷值小于

０􀆰 ５ 时，或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子的载荷大于 ０􀆰 ５ 时，删除该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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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调研信度分析表

变量 题项数 各题项 ＣＩＴＣ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网络层惯例 ２ Ｔ１　 ０􀆰 ５５０ ０􀆰 ９１１

Ｔ２　 ０􀆰 ５０８
二元层合作惯例 ２ Ｂ１　 ０􀆰 ６４５ ０􀆰 ７６０

Ｂ２　 ０􀆰 ６８９
企业层惯例 ２ Ｍ１　 ０􀆰 ７６９ ０􀆰 ７３３

Ｍ２　 ０􀆰 ５１８
宏观文化 ３ Ｓ１　 ０􀆰 ５７１ ０􀆰 ８５５

Ｓ２　 ０􀆰 ５８７
Ｓ３　 ０􀆰 ５７６

伙伴声誉 ２ Ｅ１　 ０􀆰 ５１５ ０􀆰 ８３０
Ｅ２　 ０􀆰 ７７０

共同声誉 ３ Ｏ１　 ０􀆰 ６３４ ０􀆰 ８１２
Ｏ２　 ０􀆰 ６６８
Ｏ３　 ０􀆰 ５３６

互惠规范 ３ Ｐ１　 ０􀆰 ６１１ ０􀆰 ８７５
Ｐ２　 ０􀆰 ６２３
Ｐ３　 ０􀆰 ５６３

信息共享 ５ Ｌ１　 ０􀆰 ７２２ ０􀆰 ７６９
Ｌ２　 ０􀆰 ５６５
Ｌ３　 ０􀆰 ５７８
Ｌ４　 ０􀆰 ５８９
Ｌ５　 ０􀆰 ６８７

知识转移与共生 ３ Ｇ１　 ０􀆰 ５５６ ０􀆰 ９４５
Ｇ２　 ０􀆰 ６０５
Ｇ３　 ０􀆰 ５４５

内部知识拓展 Ａ１　 ０􀆰 ５７２ ０􀆰 ８６３
Ａ２　 ０􀆰 ６７５
Ａ３　 ０􀆰 ８５３
Ａ４　 ０􀆰 ６５３

对网络惯例与治理机制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３ 所示，宏观文化与企业惯例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７５８ 和

０􀆰 ７８７，其余变量均大于 ０􀆰 ８，说明各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从表 ３ 中负荷值来看，各变量的量表都满足了

结构效度的要求。 总体来看，各变量的测量量表基本符合要求，同时层级聚合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的

ｒｗｇ（ ｊ）值均大于 ０􀆰 ９，说明组内一致性水平较高；各变量的 ＩＣＣ（１）值检验均显著，各变量的 ＩＣＣ（２）值均大于

０􀆰 ９，说明企业层级变量在二元层级、二元层级变量在网络层级皆具备显著性。
表 ３　 网络惯例与治理机制因子分析表

　 变量 ＫＭＯ Ｂａｒｄｅｔｔ 球形检验 因子负荷值 解释度

网络惯例 ０􀆰 ８１０ χ２ 　 ６２４􀆰 ２１４ ／ ｄｆ　 １２０ Ｔ１　 ０􀆰 ５７３ ６８􀆰 ５４５％
Ｓｉｇ．．０００ Ｔ２　 ０􀆰 ４８１

二元惯例 ０􀆰 ８２６ χ２ 　 ８４３􀆰 ２２５ ／ ｄｆ　 ２６８ Ｂ１　 ０􀆰 ７７９ ６６􀆰 １４１％
Ｓｉｇ．．０００ Ｂ２　 ０􀆰 ５２１

企业惯例 ０􀆰 ７８７ χ２ ８１４􀆰 ０６０ ／ ｄｆ　 １５３ Ｍ１　 ０􀆰 ８７２ ６５􀆰 ００６％
Ｓｉｇ．．０００ Ｍ２　 ０􀆰 ４０５

宏观文化 ０􀆰 ７５８ χ２ ３２２􀆰 ７１８ ／ ｄｆ　 ４５ Ｓ１　 ０􀆰 ６５４ ５０􀆰 １９７％
Ｓｉｇ．．０００ Ｓ２　 ０􀆰 ６３３

Ｓ３　 ０􀆰 ６６７
伙伴声誉 ０􀆰 ８０５ χ２ １３８􀆰 １４１ ／ ｄｆ　 １５ Ｅ１　 ０􀆰 ５４１ ５１􀆰 ８７５％

Ｓｉｇ．．０００ Ｅ２　 ０􀆰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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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ＫＭＯ Ｂａｒｄｅｔｔ 球形检验 因子负荷值 解释度

共同声誉 ０􀆰 ８２３ χ２ 　 １６１􀆰 ２１５ ／ ｄｆ　 ３ Ｏ１　 ０􀆰 ６９２ ６５􀆰 １１５％
Ｓｉｇ．．０００ Ｏ２　 ０􀆰 ６３５

Ｏ３　 ０􀆰 ６０７
互惠规范 ０􀆰 ８６６ χ２ 　 ２０７􀆰 ２６８ ／ ｄｆ　 ６ Ｐ１　 ０􀆰 ７４１ ８６􀆰 ２５４％

Ｓｉｇ．．０００ Ｐ２　 ０􀆰 ７１８
Ｐ３　 ０􀆰 ５２０

信息共享 ０􀆰 ８４７ χ２ 　 ３２５􀆰 １４５ ／ ｄｆ　 ６６ Ｌ１　 ０􀆰 ５１７ ７３􀆰 ６６９％
Ｓｉｇ．．０００ Ｌ２　 ０􀆰 ３６７

Ｌ３　 ０􀆰 ６５６
Ｌ４　 ０􀆰 ５９７
Ｌ５　 ０􀆰 ６７３

知识转移共生 ０􀆰 ８１４ χ２ 　 ４０２􀆰 ０３６ ／ ｄｆ　 １７８ Ｇ１　 ０􀆰 ５７４ ５４􀆰 ２１７％
Ｓｉｇ．．０００ Ｇ２　 ０􀆰 ５０９

Ｇ３　 ０􀆰 ７９２
内部知识拓展 ０􀆰 ８０９ χ２ ４１１􀆰 ０６７ ／ ｄｆ　 １３４ Ａ１　 ０􀆰 ５８３ ６７􀆰 ３９３％

Ｓｉｇ．．０００ Ａ２　 ０􀆰 ６６８
Ａ３　 ０􀆰 ７８４
Ａ４　 ０􀆰 ５９０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现有文献关于变量间关系研究的分析方法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以案例或大量调研访谈的记录

为基础进行的定性分析，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运用一个核心案例分析文章的观点，将变量的关系用恰当的案例

进行分析说明，能够将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最大化，或用扎根理论等编码访谈记录，利用提取关键因素的方法对

变量进行描述；第二类是运用数理仿真对变量间关系进行建模并运用模拟赋值的方法进行运算，并得出变量

间的线性关系。 此种方法比较适用于创新性强，难以获得问卷数据的研究；第三类方法是实证研究的方法，根
据理论依据提出变量间关系的假设，运用传统的实证研究如结构方程模型、多元回归等都是对变量题项进行

打分，根据调查问卷得出的相关数据，运用 ＡＭＯＳ，ＳＰＳＳ 等软件进行变量间关系的分析并得出结论。 本文运

用 ＨＬＭ 对涉及的变量建立关系模型并运用 ＨＬＭ６􀆰 ０ 软件进行分析，采用此方法能够较为完善的契合本文的

研究内容，有利于客观完备的厘清不同层级间的变量关系。
ＨＬＭ 多层线性模型为一种针对不同层级变量检验其相关性的分析方法。 一方面，利用 ＨＬＭ 实证的方法

能够较为适用的解释在不同层级变量间关系，运用 ＨＬＭ 方法可以建立跨层级的中介模型，如网络层级的变量

在网络层级与二元层级变量间起中介作用，ＨＬＭ 方法同样可以测算层级间的截距，使得层级间变量的关系更

具备说服力；同时，ＨＬＭ 方法也能够将不同层级的控制变量纳入同一线性方程内，更有效的解释不同层级的

变量间关系。 另一方面，利用 ＨＬＭ 实证的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同一层级的变量间关系研究。 在本文的研究中，
同时涉及了不同层级的变量中介作用与同一层级的变量中介作用，利用 ＨＬＭ 方法不但能够较为恰当的对不

同层级间变量关系进行线性方程的递归运算，也能够简化为同一层级的变量间运算，运用此种方法即只考虑

同一层级的自变量、因变量与控制变量，不涉及截距、其他层级控制变量的影响，相当于简易的多元回归模型。
由此可知，选择 ＨＬＭ 模型能够较为合适的处理本文中跨层级与层级内的变量间关系，具备一定的适用性与完

备性。
１、跨层级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基于本研究涉及三个层级，即网络层级、二元层级与企业层级，符合运用 ＨＬＭ 多层线性分析模型的基本

情境。 同时，层级研究的相关学者们指出，研究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时也要考虑不同层级的控制

变量。
因此，以图 ２（ａ）为例（图 ２⁃ｂ 与此类似在此不做赘述），图中 ＮＲ 为自变量，ＭＣ、ＲＣ 为中介变量，ＣＴ、ＲＳ

为因变量。 其中，自变量 ＮＲ 与中介变量 ＭＣ、ＲＣ 来自于较高层级（Ｌｅｖｅｌ－３）的构念，因变量 ＣＴ、ＲＳ 是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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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较低层级（Ｌｅｖｅｌ－２）的构念。 为了检验该效应，设计模型公式如下：
Ｌｅｖｅｌ－２：ＣＴｉｊ ＝β０ｊ＋β１ｊ∗ＭＣ＋β２ ｊ∗创新网络规模＋β３ｊ∗创新网络成立年限＋γｉｊ

ＣＴｉｊ ＝β０ｊ＋β１ｊ∗ＲＣ＋β２ｊ∗创新网络规模＋β３ｊ∗创新网络成立年限＋γｉｊ

ＲＳｉｊ ＝ δ０ｊ＋δ１ｊ∗ＭＣ＋δ２ｊ∗创新网络规模＋δ３ｊ∗创新网络成立年限＋εｉｊ

ＲＳｉｊ ＝ δ０ｊ＋δ１ｊ∗ＲＣ＋δ２ｊ∗创新网络规模＋δ３ｊ∗创新网络成立年限＋εｉｊ

Ｌｅｖｅｌ－３：β０ｊ ＝γ００＋γ０１∗ＭＣ＋γ０２∗合作双方规模＋γ０３∗合作成立年限＋μ０ｊ

δ０ｊ ＝ε０１＋ε０１∗ＲＣ＋ε０２∗合作双方规模＋ε０３∗合作成立年限＋μ０ｊ

２、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文采用 ＨＬＭ 层级分析方法利用 ＨＬＭ６􀆰 ０ 软件建立层级线性模型并进行跨层级变量的中介分析。
（１）结构机制在网络层惯例与二元关系机制间的中介作用

表 ４　 网络层惯例、结构机制及二元关系机制的 ＨＬＭ 分析结果

ＲＳ ＣＴ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１ Ｍ２ Ｍ３

Ｌｅｖｅｌ⁃２
合作双方规模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３
合作成立年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Ｌｅｖｅｌ⁃３
截距 ３􀆰 ０３１ ３􀆰 ００５ ２􀆰 ９４４ ２􀆰 １４９ ２􀆰 ２２７ ２􀆰 ０２４
网络规模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网络成立年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０
自变量

ＮＲ ０􀆰 ２０９∗∗ ０􀆰 ０５１∗∗ ０􀆰 １１５∗∗ ０􀆰 １９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４８∗∗

中介变量

ＭＣ ０􀆰 ３２０∗∗∗ ０􀆰 １０２∗∗∗

ＣＲ ０􀆰 １７３∗∗∗ ０􀆰 １８６∗∗∗

注：∗为显著性水平，∗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０１，后同。

以 ＲＳ 为因变量，自变量 ＮＲ 对 ＲＳ 的影响显著，在加入中间变量 ＭＣ 之后（Ｍ２），ＮＲ 对 ＲＳ 影响显著性降

低（γ０１ ＝ ０􀆰 ０５１，ｐ＜０􀆰 ０１），而 ＭＣ 对 ＲＳ 的影响显著（γ０１ ＝ ０􀆰 ３２０，ｐ＜０􀆰 ００１）。 同理，加入 ＣＲ 之后（Ｍ３），ＮＲ 对

ＲＳ 的影响显著性降低（γ０１ ＝ ０􀆰 １１５，ｐ＜０􀆰 ０１），而 ＣＲ 对 ＲＳ 的影响显著（γ０１ ＝ ０􀆰 １７３，ｐ＜０􀆰 ００１），且 ＭＣ 对 ＲＳ 的

显著性影响大于 ＣＲ 对 ＲＳ 的显著性影响，表 ４ 为网络层惯例、结构机制及二元关系机制的 ＨＬＭ 分析结果。
因此，假设 Ｈ１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 同理，假设 Ｈ２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

（２）二元关系机制在二元惯例与二元学习机制的中介作用

以 ＫＩＣ 为因变量，自变量 ＯＲ 对 ＫＴＣ 的影响显著，而加入中介变量 ＣＴ 后，ＣＴ 对 ＫＴＣ 的影响十分显著

（μ０１ ＝ ０􀆰 ２５１，ｐ＜０􀆰 ００１）。 同理，加入 ＲＳ 后（Ｍ３），自变量 ＯＲ 对影响的显著性降低（μ０１ ＝ ０􀆰 ０３２，ｐ＜０􀆰 ０１），而
ＲＳ 对 ＫＴＣ 的影响显著（μ０１ ＝ ０􀆰 １２６，ｐ＜０􀆰 ００１），同时 ＣＴ 对 ＫＴＣ 的显著性高于 ＯＲ 对 ＫＴＣ 的显著性。 表 ５ 为

二元惯例、二元关系机制与二元学习机制 ＨＬＭ 分析结果。 因此，假设 Ｈ３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 同理，假
设 Ｈ４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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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二元惯例、二元关系机制与二元学习机制 ＨＬＭ 分析结果

ＫＴＣ ＩＳ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１ Ｍ２ Ｍ３

合作双方规模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合作成立年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６
自变量

ＯＲ ０􀆰 １６９∗∗ ０􀆰 ０７４∗∗ ０􀆰 ０３２∗∗ ０􀆰 ２３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８２∗∗

中介变量

ＣＴ ０􀆰 ２５１∗∗∗ ０􀆰 １９１∗∗∗

ＲＳ ０􀆰 １２６∗∗∗ ０􀆰 ３３４∗∗∗

（３）企业惯例对个体知识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表 ６　 企业惯例对内部知识拓展的 ＨＬＭ 分析结果

ＩＫＤ
企业规模 ０􀆰 １０７ ０􀆰 ３２６
企业成立年限 ０􀆰 ２５２ ０􀆰 １０８
自变量

ＦＲ ０􀆰 ０４６
ＦＲ２ ０􀆰 ０２０

以 ＩＫＤ 为因变量，从自变量企业惯例对因变量内部知识拓展的影响来看，二者的关系并未能如假设提出

所预测，企业惯例与内部知识拓展存在倒 Ｕ 型关系，而是二者关系并不显著（ν０１ ＝ ０􀆰 ０２０）。 因此，假设 Ｈ５ 并

未通过验证。 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企业惯例与内部知识拓展存在一定的间接关系，惯例本身作为企业

的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更倾向于通过企业合作强弱关系、合作互惠与信任、知识获取与利用等因素深层影响

内部知识的发展与控制；另一方面，在技术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处于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企业惯例与内部知识拓

展的关系更容易通过环境而发生变化。 表 ６ 为企业惯性对内部知识拓展的 ＨＬＭ 分析结果。 具体来说，本文

未能通过的假设 Ｈ５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惯例与知识获取间的关系是随着研究情境而定的复杂间接关系。 由

于在以往研究中已经指出组织惯例与知识拓展间并不是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稳定的网络惯例有利于知识流

控制，使知识在网络中有序高效的运行并创造价值，但过于僵化的网络惯例会激发创新合作中的惰性因子，抑
制创新行为的发生与信息共享，并约束知识的流动与知识多样化带来的异质性收益；同时惯例对知识拓展的

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在企业层面看作企业管理与个体知识异质性间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惯例为网络所带来的

“趋同”效应需要通过网络层级、二元层级与企业层级的递归作用，并深层次理解网络惯例需要通过结构机

制、关系机制与学习机制共同影响实现网络稳定、创新独占、知识共享等治理目标。 综上所述，最终假设验证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内容 结果

Ｈ１ 相较于伙伴声誉，宏观文化在网络层惯例和互惠规范间存在中介作用更强 接受

Ｈ２ 相较于宏观文化，伙伴声誉在网络层惯例和共同信任间存在中介作用更强 接受

Ｈ３ 相较于互惠规范，共同信任在合作层惯例和知识转移共生间存在中介作用更强 接受

Ｈ４ 相较于共同信任，互惠规范在合作层惯例和信息共享间存在中介作用更强 接受

Ｈ５ 企业惯例对内部知识拓展存在倒 Ｕ 型影响 不显著

３、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下方法测试 ＨＬＭ 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为自变量（网络惯例、合作惯例与企业惯例）设
置了多种度量方法，不同度量方法可以互为稳健性测试，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验证结论表明无论采用哪种度

量方法，回归结果均一致，这充分说明 ＨＬＭ 模型有较强的稳健性。 其次，本文只使用一年的数据（２０１５）检验

理论模型，可能会受到年份特定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在不同年度的普适性存在疑问。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

通过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选择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创新比较频繁的电子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利
用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来验证研究结论。 最终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 ＨＬＭ 得出的主要研究没有出现显著变

化，说明本文研究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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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网络惯例作为合作网络中的非契约治理手段正被广泛使用。 成员间无意识的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促使

网络中逐渐形成的行为序列构成网络中的“游戏规则”，无论是对网络中成员网络位置、核心知识的获取或强

弱连接的形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企业作为合作网络的结点正可以利用网络惯例及不同层级的资源提

升自身竞争优势。 由此，本文管理意义可总结为以下两点：①企业对于“结构网”、“关系网”与“知识网”的不

同选择。 位于合作网络中企业在整体网络结构对企业获取合作关系与核心创新知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网络位置决定了关系的强弱，信任与互惠的获取与创新知识的占有。 同时，企业合作关系、知识的共

享、内部知识的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绩效与竞争力的获取。 依据本文的研究以及未通过的假设 Ｈ５，
通过网络惯例的非契约治理方式根据企业自身特点选择一条路径进行结构、关系或知识的重点治理，更能够

将企业有限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并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 ②企业倾向于“自身发展”还是“合作发展”的不同选

择。 基于网络惯例在企业层级、二元层级与网络层级的不同表现，企业可以依据治理路径与治理因素的不同

选择着重在哪个层级进行结构、关系与知识的调整。 区别对待不同层级的治理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

业对自身进行客观认识，着重选择内部拓展还是外部获取有利于企业从大而全的战略目标中提取出更为具有

针对性的治理措施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并促使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同时，本文研究主要存在两个创新点：①将网络惯例、结构机制、关系机制与学习机制纳入统一框架。 网

络惯例的研究更多的涉及惯例本身的构成与演化。 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网络惯例自身，并认为网络惯例能够

对网络组织达到自治的效果，近些年出现一些网络惯例对网络组织内知识、合作关系、网络位置的影响。 本研

究基于此，尝试将网络惯例与网络中的主要资源类型相结合，探索如何利用网络惯例的均衡控制得出治理的

最优路径。 ②运用跨层级的视角进行研究。 基于现有研究对网络特征和资源存在层级化的现象，本文将网络

惯例分为网络层级惯例、二元惯例与企业惯例，分别对网络层级结构机制、二元层级关系机制与学习机制、企
业层级学习机制中的不同维度存在不同类型的影响。 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剖析网络惯例与治理机制的内在层

级构成与自上而下的递归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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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Ｆｒａｎｋ 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ｅｖｅ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１８（６）：８９８⁃９２１
［７］　 Ｇｕｒｎｅｅｔａ 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ｅｎ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Ｈａｎｄｓｅ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２６（３）：８３０⁃８４６
［８］　 Ｍａｒｓｃｈｏｅｋ Ａ．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Ｄｏ Ｙｏｕｒ Ｃｏ⁃ｏ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２１（４）：３８７⁃４０４
［９］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ｏｎ Ｅ．， Ｆｏｍｂｒｕｎ Ｃ． Ｊ． Ｍａｃ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２２

（１９）：７２８⁃７５５
［１０］　 Ｔｏｅｇｅｌ Ｇ．， Ｋｉｌｄｕｆｆ Ｍ．， Ａｎａｎｄ 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Ｂ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５６（４）：３３４⁃３５７
［１１］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Ｂ． Ｔ．，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Ｍ． 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ｕｔｉｎｅｓ ａｓ ａ Ｕｎｉｔ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５，１４

（５）：７９３⁃８１５
［１２］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Ｂ．， Ｒｕｅｔｅｒ 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ｕｔｉｎｅｓ ａｓ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４，３９（５）：

４８４⁃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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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Ｍａｎｊｕ Ｒ．， Ｓｎｏｗ Ｃ．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３４（４）：５３⁃７２
［１４］　 Ｍａｒｓｃｈｏｅｋ Ｂ．， Ｂｅｃｋ Ｃ．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ＳＲＥ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ｍａ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ｎｏｒ⁃

ｍａｌｉｔｙ［Ｊ］．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４３（５）：９８５⁃１０１２
［１５］　 Ｔｅｅｃｅｄ Ｊ．， Ｐｉｓａｎｏ 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４，３２（３）：

５３７⁃５５５
［１６］　 孙永磊，党兴华． 网络惯例形成的影响因素探索及实证研究［Ｊ］．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４，３２（２）：２６７⁃２７５
［１７］　 Ｂｅｃｋｅｒ 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ｕｔｉｎ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４，１３（４）：６４３⁃６７８
［１８］　 Ｇｉｌｌｅｒ Ｃ．， Ｍａｔｅａｒ 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４，１６

（２）：９４⁃１１２
［１９］　 Ｈａｍｅｌ 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ｎ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１２（２）：８３⁃１０３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２０］　 Ｒｉｄｅｒ Ｃ． Ｈｏｗ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ｒｉｏｒ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Ｓ．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２，５７（３）：４５３⁃４８３
［２１］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Ｃｒｏｓｓ⁃ｌｅｖｅ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Ｊｏｉｎｔ⁃ｄｅｓｉｇ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４０（６）：９７８⁃９９３
［２２］　 Ｍｏｌｉｔｅｒｎｏ Ｌ．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３４（２８）：１３１９⁃１３５０
［２３］　 Ｒａｎｊａｙ 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４，５７ （ ２）：

４４９⁃４５９
［２４］　 Ｃａｐａｌｄｏ Ａ．， Ｍｅｓｓｅｎｉ Ｐ． Ａ．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

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１，１１（２７）：２７３⁃２８６
［２５］　 Ｂｌａｋｅ Ｅ．，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Ｌｅｖｅ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２２（５）：

１１４４⁃１１５６
［２６］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４，１９

（１）：３３⁃５０
［２７］　 Ｔｅｔｈｅｒ Ｂ． Ｓ．， Ｔａｊａｒ 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ｎｋｓ：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８，１１（３７）：１０７９⁃１０９５
［２８］　 Ｃａｒｔｏｎ Ａ．，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Ｗｏｒｋ Ｔｅａｍｓ． Ａｃａｄ［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３７（３）：４４１⁃４７０
［２９］　 Ｕｚｚｉ Ｂ．， Ｄｏｒｅ Ｊ．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ｓ Ｄｅｂ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２３（７）：５９５⁃６１８
［３０］　 Ｄｏｓｉ Ｇ．， Ｔｅｅｃｅ Ｄ．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Ｋｎｏｗ⁃ｈｏ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Ｊ］．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４０（３）：５５⁃７９
［３１］　 Ｇｕｒｎｅｅｔａ Ｖ．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Ｂａｃｋ Ｉ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２４（２）：３１９⁃３３８
［３２］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Ｔ．， Ｂｅｄｅｌｌ 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ｆ ａ Ｔｅａｍ⁃ｂａｓｅｄ ＭＢ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４，５７（２）：１３６９⁃１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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